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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改进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基于行业比较优势和发展质量两个维度，构建了区域产业及细分

行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测度体系，对中国省域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进行了区域差异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细分行业视角

探讨了技术效率对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非线性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在区域和行

业两个维度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地区特征;在细分行业方面，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转型升级效果增幅最高、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幅最低，且各省域行业比较优势差异显著;技术效率对产业转型升

级效果的影响呈现出“由负到正”、“由弱到强”的单门槛非线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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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产业转型升级驱动经济高质发展是提升中国综合竞争力的内生动力，也是新形势下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关键举措。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链水平提升在发展新动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各

行业的全面发展及中高端行业的不断壮大，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技术变革、效率提升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的核心内容，也是新时代经济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产业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史丹和李鹏，2019[1])，

是各地凸显行业比较优势和提升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当前，我国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

不断推进，然而，受限于自然条件、产业政策及资源禀赋等地域特征，产业发展表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异质性。细分行

业的精细化和特色化发展是提升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核心动力，深入探究省域细分行业转型升级的空间差异性及演进特征，对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进行了理论界定，并给出了相应的测度方法，对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

地域差异性进行了实证，总体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提升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的核心(Arimoto等，2014[2];Dougal

等，2015[3];杨骞和秦文晋，2018[4])。从现有研究来看，可从两个方面对产业转型升级测度方法进行概括，一方面，从合理化和

高级化两个维度，基于产值比重、生产率等量化表征产业的结构调整(袁航和朱承亮，2018
[5]
;沈琼和王少朋;2019

[6]
);该方法体

系侧重反映产业间的均衡状态，能够较好刻画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产业结构调整现状，但研究多以三次产业结构的测度为主，

                                                        
1作者简介：陆小莉(1987-)，女，山东潍坊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经济统计; 

刘强(通讯作者)(1976-)，男，山东潍坊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经济统计、产业经

济; 

徐生霞(1992-)，女，陕西延安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经济统计。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效果测度与对策研究”(20ZDA12)，项目负责人:刘强 



 

 2 

未能充分展现产业之间与内部的差异及行业的精细化分工特征。量化细分行业升级水平并测度其差异，既是产业内分工深化亟

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也有学者从细分行业视角探讨产业的转型升级效果(童健等，2016[7];武力

超和张馨月，2019
[8]
)，为基于细分行业的量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但研究主要从素配置效率和最优产出结构等方面进行，且多基

于特定行业(如制造业等)，不能系统地表征产业升级的多维作用机制，也未能深入探究引起升级效果差异的行业因素。转型升

级除反映结构调整优化外，更应注重转型产业的质量提升(郭克莎，2019[9])和细分行业的比较优势(宋锦和李曦晨，2019[10])。 

另一方面，基于要素禀赋结构，以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为主对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进行测度(Roberto和 Juliana,2015[11];Andrzej

等，2018[12];刘强和李泽锦，2019[13];王桂军和卢潇潇，2019[14])，此类方法强调技术等要素投入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基础作用，

为凸显行业比较优势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无法对通过行业分工深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影响机理进行量化分析。中国各省

(市、区)产业特征及发展阶段不同，转型升级方向和模式必然各异。本文立足细分行业，以行业比较优势和发展质量为切入点，

试图从“行业→省域→区域”的主线对省域或区域整体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进行多维、系统、动态的分析。 

在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学者们对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联及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Montobbi,2012[15];赵晓男等，2019[16];张峰等，2019[17])，探讨了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多基于面板回

归模型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主，探究各因素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线性关系，重在分析技术变化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但

技术进步呈多样化、复杂性的演变态势，且在不同时空维度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非线性演进特征，单一的线性模型无法充

分捕获其对产业转型升级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效应，难以准确反映影响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变量间的复杂联系。将单一线性测度

方法拓展到非线性领域，深入探究技术效率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非线性关系，能够使测度结果更具有效性和适应性，为

充分发挥技术效率提升对产业转型升级联动作用的机制探究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立足行业深化分工视角，在对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改进的基础上，构建了涵盖

细分行业比较优势和发展质量双重维度的产业转型升级测度体系，可在刻画整体产业升级水平的基础上，对产业内部细分行业

的升级演化进程进行量化和异质性分析;第二，以技术效率为门槛变量，引入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了技术效率变化对产业转

型升级非线性传导机制，并对影响中国省域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因素进行了探究;第三，在结论发现方面，不仅得出了产业整体

转型升级效果在区域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也得出细分行业之间转型升级效果存在差异的结论，并剖析了引起这些差异的原

因。 

二、研究设计 

(一)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测度方法 

基于“行业”和“地域”差异对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进行客观表征，并对其动态演进规律进行分析，对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和制定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意义重大。为了厘清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在地区和细分行业上的差异性，本文基于 Hausmann等

(2007)[18]的研究，以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占比为权重，对细分行业技术复杂度进行加权改进处理，从行业比较优势和发展

质量两个维度改进了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测度方法。 

1.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当前衡量产业发展质量的一种相对客观的指标(Liu 等，2020[19])，也是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提升的内部

表征，反映了以产业价值链向前端延伸来实现产业发展的作用路径。立足于细分行业视角，基于可分解目标，本文选取

DEA-Malmquist 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区)总体及细分行业(1)的 TFP 进行测算，以进行行业发展质量维度的分析。该方

法借助线性规划思想、基于径向距离函数(D0)，考虑多个决策单元(DMU)的多投入变量与单产出变量对 DMU 的相对有效性。从 t

到 t+1期 TFP的具体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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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可将其分解为综合效率(EFFCH)和技术效率(TECH)变化两个部分: 

 

其中，(xt,yt)和(xt+1,yt+1)代表各地区分别在第 t和 t+1时期的各决策单元(DMU)所对应的投入和产出。 

2.基于细分行业升级效果的测度 

考虑到中国省域内细分行业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本文以细分行业比较优势及发展质量两个维度为切入点，以 TFP 占

比为权重对行业技术复杂度指标进行了加权改进，提出了细分行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测算方法: 

 

式(3)中，Updateict用以表征本文测算的分行业转型升级，Outputict表示第 c(c=1,2，…，m)个地区中第 i(i=1,2，…n)个行

业在 t(t=1,2，…，T)时期的总产值;Yct为第 c 个地区在 t 时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用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TFPict为第 c 个地

区在 t时期各分行业的 TFP;该测度方法可直观反映特定地区各行业升级效果的差异。 

在细分行业转型升级效果测度的基础上，通过对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进行“行业”累积加总，给出省域产业整体转型升级效

果的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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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各指标含义同式(3)。 

(二)模型设计 

现有研究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机制的探究，多以多元回归或面板线性建模为视角进行，重点反映因子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

效果的线性作用大小，未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纳入考虑，无法全面反映变量间复杂的影响关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Felix 等，

2015[20];徐生霞等，2019[21])。在考察技术效率变化对于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影响效应之前，有必要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具

体形式进行预判。如图 1 所示，一方面，技术效率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系数为-0.0781，线性关系不显著;另一方面，技

术效率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散点图呈现出波动特征，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变化趋势。 

 

图 1技术变化率与产业转型升级关系 

基于此，本文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将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机制的研究扩展到非线性领域，以便能够充分捕捉其复杂的非线性关

系。模型设定如下: 

 

式(5)中，c(c=1,2，…，m)表示地区，t(t=1,2，…，T)表示年份，Updatect表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TECHct为技术效率、是

门槛变量，Indct 为产业规模、是受门槛影响的变量，Infct 为基础设施建设，Openct 为对外开放水平，Scalect 为人口规模，Educt

教育水平，γ 为门槛变量的待估参数。需要说明的是，选择技术效率作为门槛变量，是因为它在样本期间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

异性，且这种差异呈现出一定的非线性分布特征，符合门槛变量设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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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变量与模型检验 

(一)数据说明 

本文关于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测度与影响机制的研究，涉及到区域、省域、三次产业以及细分行业等多个方面。数据来源方

面，基础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统计年鉴，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西藏、香港、澳

门、台湾等地区各年度相关指标数据缺失严重，实证分析中未包含上述 4个地区。样本时期选择方面，考虑到 2002年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进行了调整，为保持行业分类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研究起点为 2004 年，截至时期为 2017 年。缺失数据处理方面，

由于部分行业(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产出数据缺失较多，根据现有数据库的特征，以分行业年末从业人员数占比为权重对

细分行业实际产值进行折算。此外，为剔除价格波动，以 2003年为基期，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具体描述见表 1。 

表 1产业转型升级及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转型升级 Update 2.180 1.720 1.700 0.290 10.170 

技术效率 TECH 0.990 0.060 0.990 0.490 1.520 

产业规模 Ind 0.240 0.300 0.130 0.000 1.650 

基础设施建设 Inf 12.570 7.340 12.430 0.780 33.000 

对外开放水平 Open 5.370 10.890 1.020 0.000 59.210 

人口规模 Scale 0.440 0.270 0.380 0.050 1.120 

教育水平 Edu 1.090 2.570 0.320 0.000 19.100 

 

注:使用全国 30个省(市、区)2004年—2017年面板数据整理计算，样本量为 420。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产业转型升级效果(Update)。产业转型升级既是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也是行业发展模式与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本文以全

要素生产率占比为权重，对技术复杂度进行改进，并以此测度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见式(4))。 

2.门槛变量。 

技术效率(TECH)。技术效率的提升对推动产业特别是新兴和高技术产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如 Korhan等，2015[22];

姬中洋，2019[23])。本文利用非参数 DEA-Malmquist模型根据式(2)得到技术效率值。 

3.受门槛影响的变量。 

产业规模(Ind)。产业规模存在差异是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主要特征之一(如徐生霞等，2019
[24]
)，在探究其对产业转型升级

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唐晓华等，2018[25])。本文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末工业销售产值表征产业规模，

并剔除了价格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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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变量。 

人口规模(Scale)。本文借鉴向国成和江鑫(2019)
[26]
的方法，采用各省份年末人口总数衡量人口规模，分析其对产业转型升

级的影响。 

教育水平(Edu)。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是提升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关键，有助于产业升级进程中要素配置效率的提

高(袁航和朱承亮，2018[5])，本文利用大专及以上人口数作为教育水平的表征指标。 

对外开放水平(Open)。对外开放能够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资本质量提升(如陈恒等，2019[27])，从而对地区产业升级具

有一定影响。本文借鉴孙大明和原毅军(2019)
[28]

的方法，采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度量对外开放水平。 

基础设施(Inf)。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和完善，为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保障，对于要素流动和产业发展具有重

要的影响(于斌斌，2019[29])。本文以年末公路里程表征基础设施。 

(三)模型检验方法 

首先，基于式(5)面板门槛模型的设定，借鉴 Hansen(2000)给出的序列检验方法，在引入面板门槛模型之前，对是否存在门

槛效应及可能存在的门槛数量进行了检验。 

其次，根据极大似然法，构造似然统计量 LR 对门槛值的真实性进行检验，其中，原假设为 H0: ，若

，则原假设成立，认为门槛效应不显著。最后，根据回归系数结果对门槛值的估计参数进行

差异性检验(H0:β1=β2)，构造 t统计量，若接受原假设 H0则认为影响因素的门槛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此外，为了进一步对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的设定提供理论支持，本文构建了面板线性回归模型，模型设定为: 

 

其中，αi(i=1,2，…，5)为线性模型的回归系数，υct为随机误差项，其他指标与门槛回归模型变量含义一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分析 

1.产业升级效果的测度结果 

测算结果如表 2(1)所示。可以看到，各地区行业比较优势和发展质量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不同方面刻画了升级的内涵，

均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维度，且其演变进程也呈现出显著地域特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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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四大区域与省域产业升级效果(部分年份) 

省份 2004年 2010年 2015年 2017年 省份 2004年 2010年 2015年 2017年 

东部 0.091 0.199 0.312 0.353 湖南 0.028 0.060 0.099 0.116 

中部 0.027 0.058 0.095 0.112 江西 0.022 0.042 0.068 0.080 

西部 0.030 0.056 0.092 0.106 山西 0.031 0.070 0.101 0.111 

东北部 0.047 0.097 0.145 0.158 甘肃 0.021 0.040 0.067 0.075 

北京 0.307 0.623 0.947 0.951 广西 0.021 0.046 0.073 0.084 

福建 0.043 0.093 0.153 0.180 贵州 0.014 0.028 0.051 0.062 

广东 0.065 0.129 0.196 0.225 内蒙古 0.042 0.106 0.164 0.183 

海南 0.033 0.072 0.117 0.136 宁夏 0.032 0.061 0.095 0.107 

河北 0.032 0.067 0.102 0.115 青海 0.031 0.062 0.099 0.112 

江苏 0.051 0.114 0.183 0.215 陕西 0.029 0.060 0.098 0.112 

山东 0.046 0.086 0.132 0.152 四川 0.035 0.051 0.079 0.093 

上海 0.173 0.389 0.587 0.653 新疆 0.051 0.068 0.117 0.135 

天津 0.092 0.274 0.478 0.549 云南 0.022 0.040 0.067 0.080 

浙江 0.068 0.146 0.221 0.256 重庆 0.028 0.059 0.104 0.124 

安徽 0.024 0.059 0.114 0.151 黑龙江 0.044 0.083 0.130 0.147 

河南 0.025 0.051 0.083 0.096 吉林 0.036 0.086 0.122 0.140 

湖北 0.030 0.063 0.104 0.120 辽宁 0.060 0.123 0.183 0.187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份相关数量整理计算。 

首先，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为切入点，对省域及细分行业的发展质量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及行业的发展质量

显著提升，且省份间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但行业间表现各异。其中，北京、广东等东部省份，科研综合技术及文化、体育和娱

乐等服务业的 TFP增长显著，行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的变动增长;而西部地带仍表现出较低的技术效率水平，

质量提升的内生动力不足。进一步，根据式(3)、(4)对细分行业及四大地带和省域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进行了测算，从行业和省

域视角刻画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变动。 

纵观整体，如表 2 所示，样本期间中国四大区域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差异。东部地区转型升级效果最好且增幅最大，由

2004 年 0.091 增至 2017 年 0.353，显著高于中、西、东北部区域，其中北京转型升级效果最好，在 19 个细分行业中高端服务

业升级效果提升显著(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3);究其原因，东部区域内各省份产业升级效果均处于较高水平，特

别是北京、上海等地高技术产业集聚迅速，且经济基础整体较强、资源优势显著。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水平最低且增幅较慢，

2017 年产业升级水平仅为 0.106，远低于东部区域，这与各区域的产业发展基础、城市化进程及资源分布的异质性密不可分。

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技术水平显著落后于东部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且各省份细分行业的升级水平均较低，尚未呈现出优

势行业的凸显，是导致区域整体产业升级效果偏弱的关键，如 2017年青海的农林牧副渔业与制造业、金融业等行业升级水平均

较低。 

从省域差异来看，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差异显著存在，其中，北京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最高、贵州最低，2017 年的测度值分别

为为 0.951和 0.062。分行业而言，北京各行业均呈现出较高的升级水平，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等行业升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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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集“高精尖”产业为一体;究其原因，一方面，北京经济基础、人才等资源配置水平整体较高，另一方面，自京津冀协同

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以来，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引领的产业迁移，为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优势提供了更高的战略布局。

而贵州、甘肃、江西等省市 2004 年至 2017 细分行业及省域产业整体转型升级效果均较低，其金融业和居民服务业等升级效果

均最低，这与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具有一定关联。 

从增幅差异来看，安徽增幅最大(2017年较 2004年增幅约为 6.3倍)，其次为天津(增幅约 5.9倍)。究其原因，安徽采掘业

和制造业升级效果提升较为显著，充分展示了其制造业的深刻变革，新技术、高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安徽产业高效转型的

关键;天津作为东部区域及京津冀城市群中的重要港口城市，发达的港口贸易有助于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相反，新疆产业整体转

型升级水平虽整高于云南、甘肃等省，但增幅最低，19个细分行业中农林牧渔和采掘业增幅相对较大;新疆地广人稀，资源匮乏，

主要以种植业等农业为主，中高端服务业升级效果较低，是导致基于细分行业系统测算的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2.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空间分类 

为进一步深入探究各地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空间差异性，本文基于 K-means 聚类对省域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进行空间上的分

类处理，以直观反映产业的区域分布特征(Wang等，2016
[30]
)。根据 K-means聚类思想，对 30省(市、区)2004年至 2017年产业

转型升级水平进行空间上的类别划分(见表 3)。 

如表 3 所示，北京、天津、上海处于第 I 梯队，这三地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均较高。北京和上海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既为我国的经济、科技和金融中心，又是国际交流的核心地区，技术、人才等高端资源集聚，不断推动产业向更

高级方向转型。第 II梯队中，浙江和江苏为长三角城市群重要省份，地处“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流域交汇区域，依靠其地理

区位和资源优势，形成了以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等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园区。特别地，辽宁港口贸易为支柱产业、信息装备

等为核心的新兴产业，促进了其产业升级水平的提升，但处于第 II梯队中产业升级水平最低的位置，应紧紧抓住政策和科技带

来的发展机会，不断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表 3产业转型升级 K-means聚类结果 

第 I梯队 第 II梯队 第 III梯队 第 IV梯队 

北京、天津、上海 
浙江、广东、辽宁、

江苏 

安徽、山东、河北、吉林、内蒙古、福

建、黑龙江、海南 

湖南、四川、广西、河南、山西、重庆、贵州、

宁夏、陕西、甘肃、湖北、江西、青海、云南、

新疆 

 

安徽、山东等共 8 个省份处于第 III 梯队，这些省份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差异较小、变动趋势也较为一致，如安徽与

山东在样本期内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取值和变动趋势均类似，这与两个地区地理相邻、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效

应有关。第 IV梯队主要以中部和西部省份为主，如中部地带的河南和山西，西部省份中的青海和甘肃。该梯队中多个省份在共

建“一带一路”和黄河流域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这些省份的产业发展促进机制主要为政府税收等优惠政策和基础建设

投资，而技术、人才资源等软环境以及对外开放水平并未得到有效提升，区域内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格局仍未得到有效改善。 

(二)检验与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1.面板门槛效应及门槛值检验结果 

表 4技术效率非线性的门槛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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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变量 门槛数量 
检验 

门槛值 估计值 置信区间 
统计量 LR P值 

技术效率变化 

单门槛 11.014 0.043** γ 1.019 ［1.0071.036］ 

双门槛 6.113 0.201 
γ1 0.852 ［1.0071.012］ 

γ2 1.237 ［1.0231.242］ 

 

基于门槛模型检验分析，单门槛 LR取值为 11.014，在给定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双门槛 LR值为 6.113，且在 1%、

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显著，确定了技术效率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存在单门槛影响效应(此外，基于数据输出检验效应，

不考虑三门槛回归模型)。表 4中展示单门槛和双门槛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然，单门槛似然比统计量为 11.014，高于临界值 7.271，

故对技术效率变化变量采用单门槛回归建模。 

 

图 2技术效率变化的门槛效应似然比图形 

图 2给出了单门槛检验的似然比图，虚线指的是 5%显著水平下 LR所对应的临界值。当 LR=0时，对应的门槛值γ为 1.019。

根据上述结果，可将产业分为高技术效率产业 和中低技术效率产业(TECH<1.019)，并得出单门槛的左右两个估计

参数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 

2.面板回归模型的检验 

为进一步说明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的设定合理性，根据本文所涉及到的变量建立面板线性模型，并进行相关检验。 (1)列

中展示了技术效率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线性冲击效应，可以看到，技术效率与产业规模对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线性作用系数在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未通过检验，但在实际影响关系分析中，该两变量对产业升级效果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该线性关系

的不成立进一步为非线性建模奠定了基础。此外，该线性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处于较低状态(拟合优度 R2=0.233)，进一步说明

线性关系不显著，即面板线性模型对本文变量间作用机制分析的不适用性。 

(三)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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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模型分析前，根据方差膨胀系数(VIF)判定法对变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问题。1 

第(2)列展示了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产业规模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技术效率水平下，产业

规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上，随着技术效率变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产业规模对于产业转型升级

的影响呈现出由“负—正”、由“弱—强”的显著变化趋势。当技术效率较低时(低于 1.019)，产业规模对转型升级的的影响作

用系数为-0.068，呈现出负向作用效应。表明当地区产业发展处于低技术效率阶段，产业规模的扩大对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提

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究其原因，在技术效率未得到有效提升的阶段，产业规模的扩大导致生产成本增加，投入产出效率提

升对产业转型升级呈现出较弱的反向作用。技术效率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如云南、广西等省(市、区)，这些地区产业

发展以农林牧渔和制造业等为主，行业技术效率的提升能力有限。 

当技术效率高于 1.019时，产业规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系数为 0.186，这表明，随着技术效率的继续提升，产业规模对

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冲击作用。表明在高技术效率产业中，技术效率的提升可优化产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扩

大产业规模有助于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向更高阶段迈进。综合来看，产业高技术效率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如浙江、北京、广东

等，也有部分中部区域省份，如安徽;这表明，合理扩大高技术产业规模，能够将更多资源和人才吸引至各行业的生产过程中，

可进一步促进要素配置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转化效率。 

教育水平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 0.294。表明教育水平的

提升能够有效加强各地人才培养、促进人流资本提升和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外开放对产业转型升

级作用系数为 0.441，同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正向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对外开放是先进技术、人才和信息交流的有

效途径，广东、江苏、上海、山东等东部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较发达，且各细分行业及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整体较高，

反映了对外开放助推各行业向产业环节链高端攀升的强劲动力。 

基础设施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作用，这表明，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促

进了信息、资源的流动，但当前交通运输成本仍较高，导致行业间融合互动性较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较低。人口规

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虽呈现较弱的负向影响作用但不显著，原因在于，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规模较大的省份人均

资源有限、交通拥挤、生产成本增大等问题凸显，从而对产业转型升级呈现一定的负向影响机制，但整体上该作用机制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综合考虑行业比较优势和发展质量两个维度，以全要素生产率占比为权重，对细分行业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进行改进，

构建了既能刻画省域层面、又能对细分行业进行差异性分解的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借鉴 K-means 聚类思

想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演变规律进行了空间分类;并引入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对中国省域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

讨，深入剖析了技术效率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非线性作用路径。结论如下: 

中国省域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整体上呈现递增态势，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一方面，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效果增幅最大并显著高于中、西和东北部区域;另一方面，各省细分行业转型升级效果也表现出明显的行业与地域差异性，其中，

北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居民服务业转型升级效果占主导地位，贵州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提升主要靠采掘业、建

筑业等，且金融业等高端服务业升级效果相对最低。 

影响机制分析方面，技术效率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影响存在单门槛非线性冲击效应。随着技术效率水平的不断提升，

产业规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作用方向和大小呈现出由“负—正”、由“弱—强”的变动特征。

此外，教育水平和对外开放对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提升表现出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的探索中具有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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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逐步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及中长期发展战略。以省域为节点、以行业为支点，在注重细分行业发展质量和比较优

势的基础上，明确各地的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加强产业之间和内部行业的分工合作，既要加强对主导行业建设和扶持，也要注

重传统行业的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应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充分发挥高端行业及优势行业的专

业化发展和引领效应，促进各行业间高效联动网络的建设，加快培育高质量的新兴产业。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应依靠“一带

一路”枢纽优势，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导向，加强与先进城市的交流建设，吸引优势资源与投资，以摆脱低质低效的发展

模式为突破口，在持续提升传统行业发展质量的基础上，打造具有地域优势的专业化、特色化、现代化产业集群体系。 

其次，推动形成持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的长效机制。在注重地区间产业发展差距的基础上，同样应兼顾对资源和城市

发展等领域的重视，强化教育水平与对外开放等正向影响因素的完善与发展。一方面，加快推进科教与对外开放交流，尤其是

加大对中西部相关人才激励政策的倾斜，以政策导向互补区域弊端，并加强技术效率的提升，以科技创新突破产业链发展的关

键技术。另一方面，以加快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建设，充分发挥其作为信息和人才等资源流动的载体作用，促使产业间和产

业内细分行业的有效对接及内外联动，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统筹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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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标准，确定本文研究的 19个细分行业: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建筑业，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表 2展示四大地带和省域相关年份的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样本期内，其他年份的四大地带和省域及细分行业升级效果，因

篇幅原因未详细展示。 

3行业比较优势和发展质量两个方面涉及到的 19个细分行业、地区和时间维度上的差异，文中因篇幅原因未详细展示。 

4由于篇幅所限，2017年各省份代表性细分行业升级水平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5本文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